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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系統概覽
芬博約翰及芬博保羅著（John S. Feinberg and Paul D. Feinberg），孔祥烱譯
	在本節中，我們會介紹一些基本理論。倫理學家往往喜歡將個別理論歸入廣泛的類別；這可以幫助理解，但也可以是非常令人沮喪；沮喪的原因是倫理學家用很多不同的分類。不過，當我們認識到，每個分類方法都為求對一些關鍵的倫理問題作回應，混亂就能被解除。

	為了說明這一點，龍格（Edward Long著《基督教倫理學綜覽》）、法蘭堅拿（William Frankena著《倫理學》）和該思拉（Norman Geisler著《倫理學：選擇與問題》）三位討論各種理論，並加以分類。每個分類方法都不同，可能產生混亂；然而，每個分類方法都對一個特定的倫理問題作反應。龍格強調他的分類為要回答「道德規範的來源是什麼？」法蘭堅拿的分類為要回答「什麼決定良好的行動是良好，而邪惡的行動是邪惡？」該思拉的分類集中於有多少倫理規範，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三個都是非常重要卻不相同的問題。

	我們希望從這三個問題的角度去討論各種理論。但是，我們必須首先注意倫理理論分類基礎的其他幾個區別；就是自然主義與非自然主義的區別，和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的區別。兩種區別所關注的問題是倫理詞語和倫理判斷的意義和合理性。

	（A）自然主義與非自然主義

	[1] 自然倫理理論認為倫理詞語可以用非倫理詞語來定義，而倫理要求可以轉化成為實際要求。因此，自然主義認為倫理句子確定某些事實（例如，經驗的或形而上學的），而句子中的詞語可以用非倫理詞語來定義。例如，一個理論可能以「好」的定義為「引致和諧的歡樂」，而另一個理論可能以「好」為神的任何命令。

	因此，「謀殺是邪惡的」可能只是一個隱匿的斷言，就是「神命令我們不可謀殺」（神聖命令的理論）或是「謀殺不會引致和諧的歡樂」（「好」有不同的定義）。對歡樂的聲稱可以用實際方法去證實或偽造，而對神命令的斷言可以用形而上學的推理去辯明。至於對倫理聲稱，根據自然主義的理論，人們應該能夠用其他辯証的方式，去辯明倫理聲稱（通過實證調查或先驗的推理）。

	[2] 非自然主義者認為倫理詞語如「好」與「應該」，是無法用非倫理詞語去定義的。事實上，他們認為有些詞語是無法定義、過份簡單和無法分析的，就像黃色或愉快這等詞語；摩爾（G. E. Moore）認為「好」就是這類詞語，西治威（Henry Sidgwick）認為「應該」也是。此外，對於非自然主義者，倫理和價值的判斷可以是真的或假的，但他們不能透過經驗觀察或形而上學的推理去決定是否合理。非自然主義者通常說，基本的判斷是不言自明的，可以憑直覺知道；因此，非自然主義者往往是直覺主義者。

	（B）認知主義與非認知主義

	認知主義和非認知主義之間的區別就是對倫理詞語和倫理判斷的意義有不同。兩者的另一個區別就是一種認為道德判斷是知識，而另一種認為不是。[1] 認知主義者認為道德判斷陳述事實，而它可以被証實或拒絕；因此，道德判斷是知識。由於認知主義者相信這情形出現於自然或非自然的領域，故此倫理自然主義和倫理非自然主義都是認知主義的理論。

	[2] 非認知主義者認為，道德聲明並不說及任何事實；它們是有意義的，但並未達到知識的水平。根據非認知主義者，道德判斷可作不同用途。情感主義者認為道德陳述只不過是表達一種情緒或態度；因此，說殺人是錯的是表達對它有消極的態度（「我不喜歡殺人」），但這樣表達並沒有說明謀殺是否真的是好還是壞。指令主義者認為道德判斷不算是表達情緒，但他們並沒有把它們當作為事實的陳述；相反地，他們解釋道德判斷為命令的表達。

	因此，「謀殺是錯誤的」的意思是「你必不可謀殺」。當然，這也沒有說明這指令是否合理；指令主義者甚至沒有說明應否有指令；它只不過認為道德陳述應被理解為命令。最後，非認知主義者認為道德宣稱可用於實踐上；「道德主張的主要用途就是用來表達說話者意圖隨著主張去行動。」

	（C）倫理規範的來源

	正如前述，道德系統分類通常是解決一些倫理問題。第一個模式的焦點是倫理規範的來源。基督教和世俗倫理學對這問題有三種解決方法：（1）原因，（2）指令，（3）關係。

	（一）理性為基礎的系統

	一個基本想法是，倫理規範從理性產生，也可由理性分辨；有一些理論甚至認為理性使理論合理。在這一類系統中，一些基督教系統認為啟示有它的角色，但是，即使啟示提供了一些規範，只有理性可以產生規範。在世俗倫理學中，一個最有名的理性系統是康德的系統。康德的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就是「行動要根據一個原理，就是同時決志使行動可以成為一個普遍規律」）以理性為唯一的原因。雖然這是一個指令，這要求並不因為他有指揮別人服從的權力；相反，康德認為所有人透過理性都應該結論說，跟從這命令是必要的。

	毫無疑問，基督教（天主教）中以理性為基礎的最重要的系統是自然律倫理學（natural law ethics）。阿奎那（Aquinas）是基督教思想家中提倡這個系統最主要的人物；隨著他，自然律倫理學成為羅馬天主教的傳統。這理論雖然有不同的型式，但有一些典型的特徵。根據自然律倫理學，自然秩序中的每一事物的終局（它所指向的目標）都蘊藏在該事物中。因此，通過對自然事物的觀察，就可以很容易辨別事物在自然規律中預定的目的；這目的立即可以指示出如何採取行動。

	此外，這個結構內建立了一組支配行為的規律。這些規律和事物所預期的目的或目標密切相連。自然律理論也認為這些行為的規律是在特殊啟示以外普遍以理智可知的。此外，由於人的本性和自然秩序不改變，從自然引申出來的倫理規範不會因時間或地域而改變。

	最後，自然律理論通常主張由理智反省自然秩序所獲得的，這和人通過他的良知直覺所知道的是一致的。正如一位作者宣稱，自然道德律觀點着重「普及性的特點、由不成文直覺領悟或藉理性（就是在特殊的聖經啟示外）發現對神的意志的道德知識。」自然律倫理學的支持者引用很多經文支持自己的看法，但主要的章節是羅馬書1:18-32和2:14-16。自然律倫理學者認為聖經所啟示的道德規範是重要的，但他們也認為，即使沒有這啟示，每個人都可以單單藉理性而知道是非的基本原則。因此，一個人不需要是基督徒也可以知道道德律。

	（二）指令為基礎的系統

	這些理論主張倫理規範源於一個發出指令的權威。這並不是說基於理性的理論沒有指令，也不是說基於指令的理論不合乎理性。重點是基於理性的系統單單由理性確定，而基於指令的理論從一個權威者而來。這個人物可以基於理性去選擇規則，也可以不基於理性，但這不是指令的理論的關鍵。關鍵是某個人物或某個群體決定並提出什麼是法律。

	指令性的理論通常以神為指令者，但並非所有理論都是如此。例如，勃蘭和弗夫（Brandt and Firth）的理想旁觀者理論認為，有一個理想旁觀者批准（也極可能指令）一個行動，該行動就被稱為是正確的。但如何定義一個理想的旁觀者呢？勃蘭和弗夫為一個旁觀者成為理想者加上背景條件。弗夫強調通常被認為是合理的抉擇程序。例如，一個人通常會假設，已經獲得有關某一個道德問題（例如墮胎）的資料的人，比沒有資料的人更能作出道德抉擇。

	因此，一個擁有資格作理想旁觀者的人，必定擁有對道德抉擇的所有相關資料。同樣，在道德抉擇中，公正是重要的，一個理想旁觀者必須有這品質。通過使用這個程序，一個人就可以指定什麼人才是理想旁觀者。如果這人有選擇道德律的權力，只需問他會指令什麼道德規範，那些道德律便成為所有人的指令。

	毫無疑問，最有影響力的指令性理論以神為指令者。這些不同的理論被統稱為神聖命令理論。當然，關鍵是神決定規範。不過，不同的理論對神選擇的基礎有不同的看法。神聖命令理論大致可以柏拉圖所著的《猶非夫》（Euthyphro）中的對話劃分為兩大類，對話討論一個行動的正確性可以有兩個來源，是源於神對行動有決志，或是源於神知道行動是正確的，所以對它有決志。

	對柏拉圖的問題，神聖命令理論有不同的答案，在中世紀的神聖命令理論家通常選擇前者，這種理論最好的例子是中世紀的岳金（William of Ockham）。根據岳金，不管神決志什麼，人也必須照樣行，單單因為祂這麼說。如果神想作的話，祂可以下令人類遵守十誡的反面行動。即使現在，祂仍然可以撤銷那些律法，而以反面行動為命令。

	當代倫理學也有支持神聖命令理論者。有些給人的印象是神完全任意選擇祂的命令；有些則認為，神的選擇並非純粹是任意的，但他們有時卻沒有解釋神作選擇的理由。

	此外，一些倫理學家持守修改形式的神聖命令理論。亞當斯（Robert M. Adams）就是一個著名的支持者。他跟隨神聖命令理論而主張倫理指令反映神的意志和命令。另一方面，亞當斯認為對道德是非的每個聲明都有一個前提，就是「滿足了當事人對正誤道德觀念是否適用的一些條件。」這些條件之一就是神是愛。因此，亞當斯的理論可以變成：「X是道德錯誤」這句的意思是「X是違反一位慈愛的神的命令。」含意就是，在邏輯上，神有可能用自己的意思指令殘忍，但祂這樣做是無法想像的。

	（三）關係為基礎的系統

	這些系統的關鍵思想認為塑造行動的動力是（1）一個人因着個人或群體的關係而有的興奮和感激的感覺，或（2）一些關鍵性原則出現在新的情況下。以關係為基礎的系統的重點是對一個人的回應，或是由於與那個人（例如，神或基督）建立關係的結果，其焦點或者是對一個情況的回應（例如，在此情況下，什麼是愛的行動），或者兩方面都包括（例如，耶穌在此情況下會怎樣做？）。

	這廣泛的分類包括用不同處理方法的系統，例如金碧士（Thomas a Kempis）所著的《效法基督》、巴特（Karl Barth）的概念，認為當一個人遇見神時，必須簡單地服從神任何命令、和弗萊查（Joseph Fletcher）的處境倫理，就是教導我們在任何情況下計算最有愛心的行動，把它看為一個人的責任。這裏每一個系統都有一條固定的規則，金碧士的規則是做基督會做的，巴特的規則是做神告訴你去做的，弗萊查的規則是做你計算中最有愛心的行動。然而，跟隨這規則的具體行動卻因不同的情況而改變。

	（D）好與壞行動的標準

	第二個倫理模式的焦點是，什麼使好行動成為好，而壞行動成為壞。傳統上有兩個主要的答案，分別組成兩大類理論。就是目的論（後果主義）和義務論（非後果主義）。近年來，不同倫理學者提出混合兩者的理論。

	（一）目的論理論

	根據這些理論，當行動完成時，在道德上的好或壞、對或錯、應作的或被禁止的，都由行動產生的非道德價值所確定。如果行動產生的非道德好處比壞處多，該行動就被認作是道德上的好行動。因此，後果（結果）確定行動的善惡。對於一個目的論者，非道德的善可能不同。許多目的論者是享樂主義者，認定歡樂就是善、痛苦就是惡。其他人將善和權力、知識、自我實現、或其他非道德事物等同。雖然有不同的理論，但關鍵都是非道德的善，道德上好的行動就是可以產生最大量非道德的善者，道德上壞的行動就是消除或減少這種非道德的善者。目的論理論普遍有兩種。第一種側重於為自己產生最大的善（倫理利己主義），第二種側重於為最多人產生最大的善（倫理普及主義）。

	最常見的目的論理論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理論有兩類：（1）行動功利主義，（2）規則功利主義。行動功利主義認為如果根據目前的狀況，產生最大的效用（最好的後果）的行動就是道德正確和必須行的。由於這說法的意思是在每一種情況都必須計算行動的後果，因此一般性的規則，如「說真話產生最大的普遍益處」是不成立的。另一方面，規則功利主義認為一個行動被一套道德法律允許就比一個被法律排斥的行動更好，這就成為正確的行動。因此，規則功利主義找尋在整體上產生最大效用的規則，然後指令它們。根據規則功利主義的理論，同樣的情況將以同樣的方式處理。但行動功利主義則對同樣的情況可能有不同的處理。

	（二）義務論理論

	義務論者否認一個行動在道德上的善由所產生的非道德後果而確定。其他因素會使一個行動成為正確或錯誤、應作的或被禁止的。例如，一個行動若回應一個承諾，若它是正義的，若它是神命令的，這就使行動成為正確的。道義論理論的關鍵是，一個行動基於它是一個人的責任就成為正確，它成為責任並非因為行動所產生的後果。義務論者不是完全忽視後果，他們只是宣稱，行動的正誤並不基於後果。義務論的理論包括指令主義理論（像神聖命令理論）和以理性為基礎的系統（如康德的理論）。

	（三）混合理論

	一些倫理學家支持混合義務論和目的論的理論。他們認為，判斷是非必須參考道德律。但是，他們擔心單單參考規則可能強制人作出任意選擇的行動，甚至可能對人類有害。例如，在一個嚴格的神聖命令理論中，決定行動的正誤是神的命令。行動本身沒有表明它是被指令的或被禁止的。這樣的理論給人的印象是，神可以任意選擇一些我們必須遵守的規範。視乎神指令的是什麼，遵守這些規則可能有害。

	再想想岳金的主張，即神可以要求我們服從十誡的反面行動。這就是說謀殺、偷竊、說謊等等都變成道德的善，也是我們的道德義務。但是，這些行為的後果顯然傷害受害者。這種擔憂導致許多倫理學家辯說，行動的道德價值取決於其目的和後果，至少與義務論的理由同樣重要。

	法蘭堅拿提供了一個混合理論，他稱為混合義務論。他認為道德義務有兩個基本原則：仁愛和正義。仁愛引致其他原則，包括實用的原則、不傷害人的原則、不干預別人自由的原則。正義引致的原則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蘭堅拿的理論是義務論的，因為它告訴我們要參考通常與道德有關的規則去決定正確和錯誤。它也是目的論的，因為「它接着說，要知道哪些是最好的規則，最好的方法是看看哪些規則滿足效用和正義兩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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